
429

跟蹤騷擾案件暴力風險因素與評估量表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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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跟蹤騷擾行為自古存在，對被害人人身安全危害甚巨，但國際社會卻直

到 1990 年才由美國加州制定全球第一個跟蹤騷擾防制專法，此後擴及到美

國各州與其他國家。而在臺灣，雖然「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仍在立法研商

中，惟為回應外界殷殷期盼，內政部警政署已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函發「警

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畫」，為專法施行預做準備。但值得注意

者：跟騷案件與一般暴力案件特性存在諸多差異，為落實專法保護被害人之

立法目的，執法策略應與一般犯罪案件有別。

在性別暴力問題防制上，若欲對犯罪者的暴力行為進行風險控管或處

遇，必須先掌握加害人特質並研析風險因素與評估工具，才能進行後續風險

控管與處遇作為。然而對照國際社會有關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之研究與實

務運用的蓬勃發展，臺灣有關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及執法策略之研究極為

欠缺。本文將分別針對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跟騷者類型、跟騷者暴力風

險與評估工具建構之初探，以及跟騷案件執法策略等議題進行探討，提供實

務機關處理此類案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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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Violence Risk Factors and Risk 
Assessment Tools of Stalking Cases 

Tsui-Wen Huang*

Abstract

Stalking has existed since ancient times, it has been a great hazard to the 
personal safety of victims. However, it was not until 1990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mulated the world’s first law on stalking prevention in California, 
which has since expanded to US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aiwan, the draft 
of“Anti-Stalking Law” is still under legislative research. However, in response to 
expectations from the society,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of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issued“The Anti-Stalking Police Program” on June 14, 2019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special law.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lking cases and general violence cases. In order to 
fulfill legislative purpose of protecting victims by the special law, law enforcement 
strategy should be different from strategy for general crimes.

In the prevention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if we want to control or deal with 
the offender’s violence, we must first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rpetrators,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and assessment tools, before we conduct subsequent risk 
control and treatment programs. However, in ligh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s 
vigorous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tools for stalking 
cases, Taiwan’s research on risk assessment tools and law enforcement strategies 
for stalking are extremely lacking.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The elements of stalking behavior, types of stalkers, assessment tools for violence 
risk of stalkers, and law enforcement strategies will b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Th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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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wish to deliver some advices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deal with such 
cases.

Key Words:	Anti-Stalking Law, Stalking Case, Violence Risk Factors, Risk 
Assessment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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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免於遭受犯罪侵害」是最基本的人權保障。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在人身安全領域中的美好生活指數，亦著眼於探討犯罪被害對幸福

感的影響及其衡量指標（黃翠紋，2013）。而在眾多人身安全危害行為中，

雖然跟蹤騷擾行為（stalking）1 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社會問題，但危害

不僅長期被忽視，而且由於案件複雜性較一般暴力犯罪高，導致人們對其特

性與防制作為研究，較其他性別暴力類型晚。跟騷行為可能造成被害人日常

生活秩序嚴重破壞，為躲避加害人糾纏，可能改變他們的電話號碼和日常生

活、減少人際互動、失去工作或尋找其他工作，甚至改變他們的外表和 / 或

姓名，讓被害人感到身心俱疲、無處容身。同時，估計至少約有 2% 的被害

人遭跟騷者殺害（Baum et al, 2009；Melton, 2007）。

van der Aa 與 Römkens（2013）綜合前人調查研究發現，受到跟騷行為影

響的人口盛行率，估計約佔總人口的 4.5% 至 23.4% 之間，對被害人心理、

社會和職業功能均可能有不良影響，但此類案件卻具有非常高的犯罪黑數，

只有 1/2 至 1/3 的被害人報案。而根據英格蘭和威爾斯在 2016 年的犯罪被害

調查顯示，於調查前一年有 4.9% 女性和 2.4% 男性有被跟騷經驗（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在美國，根據 Black 等人（2011）研究顯示，大約

1/6 女性在生命某個階段曾遭到跟騷，其中有 2/3 女性被害人和 1/4 男性被害

人被前親密伴侶跟騷。而 McFarlane 等人（1999）以遭殺害的女性被害人為

研究對象則發現，有 76% 被害人在兇殺案發生前 1 年遭到加害人跟騷。此

外，Spitzberg 與 Cupach（2007）綜合前人研究發現，大約有 30% 至 40% 的

跟騷案件有暴力攻擊，被害人除因遭受攻擊而導致身體傷害外，還可能遭受

與跟騷行為相關的心理傷害。至於在臺灣，根據現代婦女基金會調查顯示，

大約每 4 位民眾就有 1 位（24.2%）曾被科技跟蹤或監控，其中女性被害人所

佔比率為 78.4%（楊綿傑，2019）。

雖然跟騷行為自古希臘和羅馬時代就存在，也曾出現在莎士比亞等各

種著名文學作品中，但直到 1989 年 7 月 18 日，美國好萊塢演員 Rebecca 

Schaefer 慘遭瘋狂粉絲 Robert John Bardo 殺害，才讓世人關注此類性別暴力

1 「stalking」一詞，可譯為糾纏、纏擾、跟蹤騷擾等用語。2018 年在立法院法案二讀的各
黨團所送版本，主要有二個法案名稱「跟蹤騷擾防制法」與「糾纏行為防制法」。雖然迄
今本法尚未三讀通過，但以最新立法進度似乎以「跟蹤騷擾防制法」為法案名稱的可能
性較高，而內政部警政署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
畫」，亦以「跟蹤騷擾」稱之，因此在本文的標題乃使用「跟蹤騷擾案件」一詞，或簡稱
「跟騷行為」；而有關「跟騷行為加害人」則多簡稱為「跟騷者」，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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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在案發前，Robert 已經跟騷她長達 4 年時間，此一不幸案件受到媒體

高度關注。不僅如此，加州在同一年發生另外 4 名婦女因遭前夫或前男友騷

擾和威脅，卻在向警察報案後遭到殺害的重大案件，乃促使加州在 1990 年

制定全球第一個跟騷防制專法（David, 2018）。此立法行動在不到 3 年內，

擴及美國的 50 個州以及哥倫比亞特區接續制定跟騷防制法，日後，澳洲、

紐西蘭、加拿大、日本、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也陸續將此種行為犯罪化。其

中，英國在 1997 年制定「騷擾防制法」（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是歐洲第一個制定專法的國家（van der Aa, 2018）。此後，歐洲許多國家也

陸續修改刑法，增訂跟騷罪，針對故意、惡意和反覆跟蹤或騷擾並構成威

脅被害人的跟騷者予以刑事追訴，以確保被害人或她 / 他的親友人身安全

（Schlesinger, 2006）。而在鄰近的日本，也早在 2000 年 5 月 18 日即通過「跟

蹤纏擾防治法」，於同年 11 月 24 日正式施行；再於 2013 年 7 月 23 日針對

電子郵件送信規定進行部分修正，同年 10 月 3 日並增加警察局長可發佈警

告令等相關規定（陳慈幸，2011）。顯示，將跟騷行為犯罪化是全球傳播最

快的立法趨勢之一（van der Aa & Römkens, 2013）。

而在臺灣，近年亦因陸續發生多起民眾遭跟蹤、騷擾，進而衍生被殺傷

或致死案件，引起社會各界對跟騷行為重視，但現行刑法、家庭暴力防治

法、性騷擾防治法，以及社會秩序維護法等法規雖然對跟蹤、騷擾行為分別

定有處罰規定，然這些法律僅就特定關係、與性別有關或跟蹤行為進行規

範，其他類型的被害人則無法援引這些法律予以保護，形成法律規範漏洞，

亟待填補，因此也倍受婦女團體及立法委員關注。為保護個體免於遭受他人

長期跟騷、保障生活秩序並預防人身安全危害事件發生，現代婦女基金會與

前立法委員吳志揚先生等人合作提案「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並於 2015 年

7 月一讀通過，此提案嗣後在 2017 年年底併同王育敏、黃昭順、吳志揚、

蔣萬安等 21 位立法委員的提案，在立法院進行實體討論與審查（立法院，

2017）。此外，內政部警政署為填補法律規範漏洞，成立推動立法小組，召

開多次研商會議及公聽會，邀請人權與法制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參考日本

及德國之立法例，並經行政院會於 2018 年 4 月 19 日通過內政部擬具的「糾

纏行為防制法草案」（黃翠紋，2018）。本草案雖曾於 2018 年 12 月 13 日完

成黨團協商通過名稱為「跟蹤騷擾防制法」，但因草案的內容有諸多缺失，

內政部警政署擔心若貿然通過將造成執行上的困難，而暫時將草案撤回，刻

正研議中，預計將於 2020 年底前送立法院再審。在此過渡期，為回應外界

殷殷期盼，內政部警政署乃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

擾案件實施計畫」，律定員警受（處）理本類案件之勤務及偵查作為，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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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預做準備 2。

然而值得注意者，過去研究顯示，大部分被害人縱然向警察報案，仍會

持續遭到糾纏，凸顯對跟騷案件進行準確風險評估和有效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McEwan, Harder, Brandt, & de Vogel, 2020）。例如，根據 Rosenfeld（2003）

的研究發現，縱然被害人向警察機關報案，但跟騷者的終生再犯率為 49%，

而若是以案發第一年計算，則有 80% 的跟騷者會再犯，顯示跟騷案件具有

重複性、延續性、變動性，無法以傳統犯罪案件處理模式介入。因此，不論

是就被害人之保護，或是跟騷者暴力風險管理工作之推展，皆有賴對跟騷者

特質之瞭解，並需進一步評估影響跟騷者暴力行為或再犯之風險因素，才能

施以不同之執法策略與防制方案。在西方社會，自 1970 年代起逐步建構各

類暴力犯罪風險評估工具，而鑒於跟騷案件與一般暴力案件特性存在諸多差

異，後續亦對跟騷案件制定結構化的篩選評估工具，並進而協助警察以及其

他實務工作者識別風險、確認處理優先順序，並能適當的處理跟騷案件。這

些經過近 20 年累積的研究，可提供臺灣警察及網絡其他人員介入跟騷案件

非常重要的參考。以下本文將分別針對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跟騷者類

型、跟騷者暴力風險與評估工具建構之初探，以及跟騷案件執法策略等議題

進行探討，做為實務機關處理此類案件之參考。

貳、跟蹤騷擾行為構成要件

跟騷行為經常被定義為：跟騷者對被害人生活進行重複、不受歡迎的

入侵模式，使被害人陷入合理的痛苦、憂慮或恐懼（Mullen, Pathé, & Purcell, 

2009）。從法律和行為科學的角度而言，在定義何謂跟騷行為時，會面臨一

些獨特的挑戰：首先，與大多數其他犯罪行為不同，跟騷行為的構成要件

是：行為具重複性。雖然在認定跟騷行為時，有必要檢查各個單獨的行為，

但若沒有綜整跟騷者的所有行為，將無法瞭解行為發生背景。其次，跟騷行

為可能包括各式各樣行為，其中某些行為可能是合法的。例如，送禮物、打

電話，甚至突然與被害人碰面等行為；甚且在不同情況下（例如在親密關係

中），某些行為不會被視為非法行為。而有些行為則在本質上很容易即能認

定為非法或不適當的行為，例如：擅自闖入被害人住處、尾隨被害人、威脅

或恐嚇被害人，以及攻擊被害人（Fox, Nobles, & Fisher, 2011）。因此，若是

單獨檢查這些行為，將無法對跟騷案件的潛在風險進行精準評估。第三，

由於跟騷行為具有重複性，有關跟騷案件的定義，多要求重複不必要的行

2 本計畫實施期程係自 2019 年 6 月 14 日起至專法完成立法施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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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會引起被害人的恐懼或不安。然而「被害人的恐懼或不安」卻因人而

異，因此跟騷行為定義的第三個組成部分在某種程度上引起爭議。而 Tjaden

（2009）和美國國家刑事司法協會（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ssociation, 1993）

則指出，恐懼是使合法行為與犯罪行為區分開的原因。在美國一些司法管

轄區，例如阿肯色州（Arkansas）和科羅拉多州（Colorado），已經擴大恐

懼的認定標準，以便能夠含括被害人的情緒困擾；但反對者則認為，一般

犯罪的構成要件不需要恐懼此要件，因此在跟騷行為的認定方面，應該也

無須含括此要件（Dietz & Martin, 2007）。為了法律構成要件的明確性、避

免過度主觀認定，某些行政區域的法律要求構成要件應該納入「合理的人」

（reasonable person）一詞。在實際審酌案件時，所謂「合理人」的標準是需要

評估另一個理性的人，如果置於被害人的處境中，是否會引發同樣的恐懼情

緒（Coupland, 2018）。

由於跟騷法規因各國家或行政區域而有差異，因此跟騷行為在法律上的

構成要件也會因司法管轄區而異（Carter, 2016），但通常包括三個主要行為

要素（Logan ＆ Walker, 2017; Spitzberg ＆ Cupach, 2014; Logan, 2010; Logan et 

al., 2006）：

一、行為過程

跟騷行為過程，包括在不同時間發生的兩個以上行為 3。有關跟騷行為

的研判通常會經由關注特定行為或事件，其中許多行為或事件並非違法，甚

至單獨的行為有時表面上看似無害（Stalking Resource Center, 2018）。事實

上，跟騷行為被害人的恐懼和傷害是不斷累積的結果，而不是由單純某個事

件所引發。每個事件都可能引發一種影響，導致事件歷史和行為軌跡大於其

各部分的總和。與單一的壓力或創傷事件相比，累積的壓力或創傷經歷對個

體的影響更為嚴重和持久（Logan & Walke, 2017）。跟騷行為的累積和慢性

3 除比利時外，所有歐盟國家有關跟騷行為防制法對跟騷行為的定義都要求必須具備「行
為過程」或「重複行為」，而不是單一事件。然而，儘管根據比利時的法律，單一事件就
構成跟騷行為，但比利時最高法院已經裁定這種行為需要重複，才能構成跟騷行為，這
使得定義上的差異幾乎是形式上的，而在實務判決上，則大多需要此一構成要件。所有
法律定義都使用開放或廣義的概念，例如「騷擾」或「追求」，這些概念需要法院進一步
解釋。使用廣泛的概念用語是期待能夠含括各種跟騷行為，而若是採行狹義的概念將會
排除某些跟騷行為，而讓加害人能夠輕易地規避起訴。但另一方面，使用廣義的概念有
時也招來批評。例如，荷蘭在引入新法律之前，議會對行為廣泛定義及其可能對法律確
定性原則的侵犯，進行激烈辯論。廣泛的概念可能會引起定義的不確定性，並且反而可
能導致實際判例採行非常嚴格的解釋。一些廣義的法定要素，如「定期和持續的騷擾」或
「有意恐嚇」，可能不夠具有包容性，至少在執法官員的心目中是這樣。他們可能會嚴格
解釋這些條款，只允許對最嚴重的案件進行起訴（van der Aa & Römken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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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會干擾被害人各個面向的生活，而瞭解跟騷狀況的輪廓需要評估幾個

關鍵面向，包括行為過程、威脅的背景以及被跟騷後果的全部範圍和性質。

因此，在評估跟騷行為時必須進行全面性的檢視（Spitzberg ＆ Cupach, 2014; 

Logan et al., 2006）。

二、引發被害人恐懼或擔心人身安全

跟騷行為不僅包括跟騷者的行為，還包括對被害人的影響。有關跟騷行

為法律定義大多強調「被害人感到恐懼（或不安）或對自身人身安全的關注」

（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2007）。因此，被害人的心理反應以及

被害人因跟騷行為而對其生活型態做出改變，都可以作為跟騷者所引發恐懼

（不安）的證據。隨著時間推移，被害人對跟騷行為的恐懼是無處不在。與

在其他正常的心理和社會功能背景下發生的單一壓力事件不同，跟騷行為會

干擾被害人生活的許多面向。即使是基本和普通的日常生活，也會成為被害

人恐懼的來源（Nicol, 2006）。許多國家或行政區域有關跟蹤騷擾防制法使

用「合理的人格標準」，亦即：跟騷者的行為是否會導致在類似情況下，合

理的人心生害怕？在評估恐懼的合理性時應包括：（一）隱性或顯性威脅；

（二）這些威脅的背景，以及（三）被害人的恐懼或擔憂。經由判斷這三個要

素，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恐懼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累積，並有助於瞭解威脅和

恐懼的背景（National Center for Victims of Crime, 2007）。

三、不受歡迎的行為

跟騷行為的另一個構成要件，是行為的不受歡迎，但不一定是對行為的

惱怒或厭惡。不受歡迎行為的指標包括：被害人有明確的意思希望跟騷行

為能夠停止，因此需要檢查被害人為反抗跟騷者所採取的步驟（被害人阻止

能力），以及儘管有採取行動反抗，但跟騷者仍然堅持其行為（跟騷行為持

久性）。由於跟騷行為會對被害人產生重大的心理、社會和生活後果，被害

人會使用許多不同的策略來應對跟騷行為，其中可能包括：對抗、安撫、否

認其正在發生或分散注意力、退縮、與朋友和家人談論，以及採取各種安全

措施以調整自己的生活（Sheridan ＆ Lyndon, 2012; Kuehner, Gass & Dressing, 

2007; Logan et al, 2006）。

相關研究顯示：被害人應該採取直接、簡潔和明確的方式，讓跟騷者

清楚知道其行為不受歡迎，這在確保被害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步驟。而

當跟騷者被告知其行為是不受歡迎後，仍然繼續跟騷行為將是一個重要的

危險訊息，而且行為過程的故意部分將更加清晰（Carr et al., 2014; Spitz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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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pach, 2014; Mullen et al., 2006）。與此觀念一致，跟騷者可能會努力減

少行為意圖的出現。例如，Malsch、de Keijser 和 Debets（2011）發現，他們

所研究的許多跟騷者樣本會最小化或找藉口，為什麼他們出現跟騷行為。例

如，跟騷者會表示他們與被害人的互動是一次意外，他們會指責被害人，或

指控是被害人主動與他們聯繫，他們會否認行為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傷害。

Mumm 和 Cupach（2010）的研究發現，被害人若能明確告知跟騷者，他們不

想進一步與跟騷者接觸或是被害人能夠採取保護措施減少與跟騷者接觸，確

實能夠阻止大部分跟騷者後續不法行為。

參、跟蹤騷擾加害人類型

在對跟騷者行為進行風險評估或制定跟騷防制政策之前，有賴於對跟騷

者類型的瞭解。過去近卅年中，已有數個研究小組試圖對跟騷者進行分類。

通常，建立跟騷者類型的目標是確認構成跟騷者群體間的差異，而一旦確定

群體之間的差異，將可預測諸如暴力、威脅或其他犯罪行為的機率，甚且建

立有效的跟騷者類別，可以指導案件風險控管和跟騷者處遇決策。雖然類型

學上的區別還沒有發展到足以準確預測跟騷行為的程度，但跟騷者分組之間

的區別已開始為風險管理策略提供依據。

早期有關跟騷行為研究認為，多數是由精神病患或色情狂妄想引起的，

而且跟騷者因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而有較高比率的暴力風險。因此，最初的

分類僅探討精神疾病和非精神疾病跟騷者之間的差異。但晚近研究則發現，

相較於非精神病人的跟騷者，患有精神疾病的跟騷者實際上更不會採取暴力

攻擊行為。甚至有一些研究發現，患有人格障礙的跟騷者最有可能對被害人

施加暴力（Rosenfeld, 2003）。而此種發現是合理的，因為前者比後者有更大

的機會與被害人進行互動，而隨著跟騷者類型化研究的進展發現，大多數跟

騷者從事跟騷行為時並不是受到精神疾病所影響。因而研究者將重點轉移到

跟騷者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Racine & Billick, 2014; Kienlen et al., 1997）。

此外，學者亦注意到，跟騷行為發生的背景以及此類行為背後的動機是重要

的預測變項。本文回顧迄今為止，開發的數種最具影響力和最廣為人知的跟

騷者類型，臚列如下。

一、Zona的跟騷者與被害人關係類型

第一個以跟騷者和被害人之間關係進行分類的研究是由 Zona、Sharma

和 Lane（1993）等人所提出。Zona 等人在洛杉磯警察局專門處理跟騷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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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工作，他們以跟騷者與被害人關係對跟騷案件進行分類，而將跟騷者分

為四類（Racine & Billick, 2014; Sheridan & Davies, 2001）：（一）單純的痴迷

（Simple obsessional stalker）：此類案件是跟騷者和被害人彼此有一些互動關

係，其間的關係可能是在工作環境（雇主 - 僱員）、醫療環境（醫生 - 患者）

背景下，或者可能具有親密關係。根據定義，儘管這些個案不一定是以曾有

親密關係為限，但其中大多數係屬於前親密伴侶關係。跟騷者的動機係強迫

被害人能夠回到過去的親密關係中，或是因為被害人單方面終止關係而進行

報復。由於跟騷者接觸到被害人的障礙較少，因此這些案件極有可能導致暴

力事件。此類型的跟騷者所佔比率最高，有半數跟騷者屬於此種類型。（二）

愛戀痴迷（Love obsessional stalker）：愛戀跟騷情況是跟騷者和被害人沒有

先前的互動關係，此類跟騷被害人通常是名人，跟騷者被稱為典型的「痴迷

者」，實施此類行為的跟騷者通常具有某些精神疾病，例如知覺失調症或情

感障礙。此類型跟騷者透過媒體或公共場所見到被害人後，開始對被害人產

生癡迷，而跟騷者也可能會對被害人施加暴力。此類型跟騷者所佔比率約占

三成。（三）色情狂（Erotomanic stalker）：當跟騷者妄想被害人愛上她 / 他

時，就會發生色情狂的跟騷行為。這類跟騷者是 Zona 分類系統中最少見的

跟騷者，通常是年輕女性，而被害人則通常是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此

類型的跟騷者所佔比率約只佔一成。（四）假被害症候群（false victimization 

syndrome）：有少數情況（2%）是某人謊稱他 / 她是被害人，其動機可能是

為引起注意或企圖報復被指控的跟騷者。

二、Mullen等人的跟騷者類型

Mullen、Pathe、Purcell 和 Stuart（1999）對 145 個由法院轉介到精神療

養院的跟騷者進行分類。他們擴展前人的分類系統，除分析跟騷行為外，並

加入跟騷的動機和跟騷行為的背景等變項。他們將跟騷者區分成五種類型，

但這些分組並非相互排斥，而且某些跟騷者可能同時符合多個分組的特徵：

（一）被拒絕跟騷者（Rejected stalker）：此類跟騷者會犯下跟騷行為是期待

過去與其有親密關係的被害人恢復關係或施加報復，此類跟騷者所佔比率最

高而且大多數是男性，也是最有可能對被害人施暴者。（二）尋求親密關係

者（Intimacy seeker）：此類跟騷者企圖與被害人建立浪漫的親密關係，但現

實關係則通常不一定如此；此類跟騷者包括病態癡情和性妄想；此類跟騷者

通常是社會孤立、低社交能力，也可能是精神病人。（三）無能為力的追求

者（Incompetent suitor）：此類別的跟騷者與尋求親密關係的群體有些重疊，

但是該群體的獨特之處在於：對被害人缺乏情感互惠的認知，跟騷的動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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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控被害人。（四）怨恨跟騷者（Resentful stalker）：此類跟騷行為是跟騷者

因被害人的行為造成傷害或有誤解，他們很可能會威脅被害人，意圖引起恐

懼，從而賦予跟騷者控制感。和（五）掠奪性跟騷者（Predatory stalker）：此

類跟騷者所佔比率最低，他們幾乎都是男性，其中大多數人都有犯罪記錄，

以被害人為目標的目的通常是具有性意圖的騷擾或攻擊。而後續 Mullen、

Pathe 和 Purcell（2001）以及 Mullen 等人（2006）有關跟騷者的研究，持續依

循此種分類方法。

三、Holmes跟騷者類型

Holmes（2001）將跟騷者的類型分為 6 類，包括：（一）性慾跟騷者

（Sexually driven stalker）：此類跟騷者追求女性並與她們發生性關係，而被

害人有時是自願，有時則是遭強迫。（二）單戀愛情跟騷者（Unrequited love 

stalker）：此類跟騷者持續困擾愛慕的對象，雖然被害人很堅定地拒絕他 / 她

的追求，但跟騷者仍不放棄。（三）復仇的跟騷者（Rejected revenge-seeking 

stalker）：此類跟騷者對於被害人拒絕持續與其維持親密關係感到憤怒，並

發誓復仇，認為「她怎麼敢甩我！我將讓她有一個永遠不會忘記的教訓。」

（四）名人跟騷者（Celebrity stalker）：跟騷者糾纏的對象是名人。有些跟騷

者可能會誤認名人愛上他，而對被害人窮追不捨；但也有跟騷者認為此位

名人的存在阻礙他的發展，以至於憎恨被害人的存在。（五）政治跟騷者

（Political stalker）：驅使此類跟騷者行為的動機是憤怒的情緒，他們可能會

威脅並可能攻擊政治人物。但另一個政治的子類型，則是當政治人物受歡迎

的程度超過其實際施政的績效，那麼跟騷者通常是對這些名人有瘋狂的支持

度並成為跟騷者。（六）職業契約殺手（Professional contract killer）：此類跟

騷者是職業殺手，其行為動機是出於利益，因此嚴格而言，此類跟騷者屬非

典型的跟騷者。

四、Sheridan和Boon的跟騷者類型

Sheridan 和 Boon（2002）所提出的跟騷者類型，是專門為警察機關

開發的，包括：（一）跟騷前配偶或伴侶者（Stalking by a former spouse or 

partner）：其行為特徵是對被害人辱罵、毀損財產和 / 或施加身體暴力等行

為。（二）以愛情為目的跟騷者（Stalking based on love）：此類被害人與跟

騷者關係通常為陌生人或不熟識，而不是分手的前伴侶關係，因此他們遭

受暴力的威脅可能性較低。（三）妄想型跟騷者（Stalking based on delusional 

fixation）：跟騷者幻想與被害人「具有特殊關係」，並且認為只要堅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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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他與被害人在一起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此類被害人與跟騷者的關係

通常為陌生或不熟識，而且被害人以名人所佔比率最高。（四）虐待狂跟騷

者（Sadistic stalkers）：此類跟騷者從恐嚇被害人過程獲得快樂並尋求權力控

制，對被害人有很高的暴力危險性。

五、跟騷者的RECON類型

Mohandie、Meloy、McGowan 和 Williams（2006）根據 1005 件跟騷案開

發 RECON 分類系統，從兩個關鍵領域將跟騷者分為四類：（一）跟騷者與

被害人之間先前關係的性質（關係，RE），以及（二）這種關係所發生的背

景（脈絡，CON）可作為跟騷者不同類別的預測，尤其是預測暴力行為的風

險。根據他們的分類方案，過去與被害人有關係者屬第 I 型，包括與跟騷者

有親密關係或熟識者，而第 II 型被害人則是公眾人物或陌生人。

第 I 型跟騷者有二類，其中與被害人具有親密關係者（包括現有或曾有

婚姻關係者、男女朋友），所佔比率最高（50%），也是最危險、最有可能對

被害人施加暴力、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器、有自殺行為或意念、酗酒或吸毒的

跟騷者，而且以男性所佔比率最高。儘管被害人已經申請保護令，曾經遭

警察逮捕或遭法院羈押或採行其他法律威嚇作為，但跟騷者再犯的情形卻相

當普遍。另一類跟騷案件兩造關係為認識者，但他們的關係沒有涉及親密伴

侶關係或性關係。兩造關係型態，包括工作和其他專業關係，非親密的友誼

以及臨床醫生與患者的互動。熟人跟騷者通常會強烈希望與被害人建立關

係，而追求模式有時會持續數年。儘管被害人不像親密伴侶者那樣容易遭受

暴力，但仍有多達 1/3 的熟人跟騷者最後發生攻擊被害人情形（Mullen et al., 

1999）。

第 II 型跟騷者是由與被害人沒有接觸或僅有偶然接觸者組成。在過去相

關研究中，他們所佔比率介於 1/3 至 1/2，但由於跟騷者的行為未必曝光或

轉變成犯罪活動而無法被識別，因此可能存在數量龐大的犯罪黑數。對公眾

人物實施跟騷者有比較大的比率是精神病人、女性，而被害人則以男性所佔

比率較高。雖然名人因遭到跟騷肇生暴力通常會引起媒體關注，但實際上只

有很少數的跟騷者會採取實際行動威脅名人或施加暴力。另一類的被害人不

是公眾人物，他們在跟騷行為發生前與跟騷者是不熟識關係，此類跟騷案件

所佔比率最少，主要係由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男性所組成，雖然此類跟騷案

件很少見，但卻有高達 1/3 的跟騷者以某種行為對被害人施加暴力或破壞財

產（Racine & Billic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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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慈幸的跟騷者類型

中文文獻對跟騷者類型的分類部分，迄今尚無學者針對國內的跟騷者進

行分類，惟陳慈幸教授（2011）以日本的跟騷案件為對象，將跟騷者分為以

下四類：（一）因愛戀、感情方面之破滅或瑕疵所產生的報復型跟騷者：數

量約佔 61%，是最為普遍的跟騷類型。（二）精神病態（自我妄想）型跟騷

者：此種類型跟騷者數量最少，約佔 2%，然而實務認定此類跟騷者行為多

可歸為犯罪，為高危險性之類型。（三）迷戀偶像型跟騷者：此類型跟騷者

約佔 32%，然而需注意的是，此類型中「偶像」定義並非單指偶像藝人，泛

指工作職場、學校等環境中，特別是性別比例有極端差異之團體環境中表現

優異者。（四）職業型跟騷者：此類型跟騷者所佔比率為 5%，主要指狗仔

隊、討債公司等，跟騷者的目的多以賺取利益為目的而行使跟騷行為，故較

之前述類型跟騷者，目的較為明確。

綜合前述分類可以發現，跟騷行為的態樣非常多樣，並由各種類型的跟

騷者所組成。前述分類僅係為方便識別跟騷者，透過類型化標示危險性，便

於進行風險評估與控管。然而過去有關跟騷者類型的相關研究文獻，並未統

一跟騷者類型，甚且可以發現：前述各類型有重疊的現象，而且即使在前述

的特定類型中，某個跟騷者也可能滿足其他類別跟騷者的定義。例如，根據

RECON 類型，Zona 的戀愛痴迷者大體上歸為第 II 型跟騷者，這一類別既包

括公眾人物也包括陌生的跟騷者（Racine & Billick, 2014）。而 Miller（2012）

則根據前述多數學者的分類，認為跟騷者有共通的基本類型，包括：一、

為了獲得新的關係而跟騷被害人；二、前親密關係被拒絕而進行跟騷，其目

的是恐嚇、騷擾、脅迫和 / 或懲罰被害人；三、跟騷者動機是權力控制，屬

於掠奪性的跟騷者。此類型被害人有幾個重疊的類別，包括愛情癡迷者和愛

情狂熱者（Zona et al., 1993）、親密關係尋求者但卻無能力的追求者（Mullen 

et al., 1999; 2000; 2006）、單戀的愛情和名人跟騷者或是某些類型的政治跟

騷者（Holmes, 2001），以及以愛情妄想為目的的跟騷者（Sheridan ＆ Boon, 

2002）。此類型跟騷者的首要目的，是想獲得被害人的愛或關注，但如果不

斷遭到拒絕，跟騷者可能會轉變為第二型跟騷者。四、其他類別：這些跟騷

者包括那些非典型或不能真正代表跟騷者心理動態的類型，例如假被害人症

候群、職業殺手和某些類型的政治跟騷者。

在過去 20 餘年中，經由學者對跟騷者的分類，讓吾人瞭解到哪些類別

的跟騷者最有可能實施暴力行為。更重要者，正如對跟騷者進行分類的早期

研究所指出：被害人與跟騷者關係預示潛在的暴力行為，曾與跟騷者有親密

關係的被害人遭受暴力攻擊風險比其他類型要高得多。在英國的研究，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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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騷情況中有 70% 發生暴力攻擊，而被害人是陌生人或相識的案件中只有

27% 發生暴力（Racine & Billick, 2014）。而 Tjaden 和 Thoennes（1997）在美

國所進行的大型社區調查則發現，有 81% 的跟騷者在跟騷過程中與被害人

有近距離接觸。

肆、跟騷者暴力風險與評估工具

「風險評估」係指：一種識別和研究危害的方法，目的是降低危害發生

的可能性。而暴力風險評估目的，除可確認個人未來實施暴力行為的風險，

並可制定干預措施來管理或降低此種風險（Coupland, 2018）。跟騷案件具有

以下性質，使其與其他形式暴力風險評估不同（Kropp, Hart, Lyon, & Storey, 

2011; Kropp, Hart, & Lyon, 2002）：一、跟騷行為是針對特定個人的暴力行

為，不像其他暴力係以特定群體為被害人（如，親密伴侶、兒童），或沒有

以特定對象為施暴對象的暴力。二、不像其他形式暴力行為，跟騷行為不一

定有暴力衝突，其行為態樣或目的可能只會讓被害人心生畏懼。三、跟騷

行為模式可能持續多年，並且可能包括多種行為。由於跟騷者、被害人和

跟騷行為特徵多樣性，導致跟騷暴力風險評估內容也必須多樣化（McEwan, 

Daffern, MacKenzie, & Ogloff, 2017）。跟騷案件的異質性意味著：精算風險

評估方法不太可行或有效，有關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較適宜採用結構化

專業評估（structu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SPJ）方法進行風險評估（Kropp

＆ Cook, 2014）。這種方法可以根據跟騷案件的特性，制定低、中或高的

風險等級，後續再根據案件風險等級制定管理策略與處遇計畫。使用這種

方法對跟騷案件進行風險評估有兩個顯著的好處（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一、由於跟騷案件的複雜性，在實際評估層面它具有靈活性，可以

隨著案件的動態情形進行調整。二、在概念層面，相對於其他暴力案件，有

關跟騷案件的研究還在進行，而且可能會因為文化而有所差異，此類工具可

以搭配跟騷風險研究文獻發現或區域文化的差異而修改。

一、性別暴力風險評估之沿革

自 1970 年代以來，對犯罪者的風險評估在刑事司法和矯治領域有著越

來越重要的作用，而評估方法也逐步改變。迄今，用於確認暴力和性犯罪

者的風險評估工具，大體可以區分成三個階段的變革：（一）非結構化的臨

床方法（Unstructured clinical approach）：此種評估方法是對犯罪者可能構成

的風險水平之猜測或預感，其優勢是具有靈活性，評估人員不受特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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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而且可對犯罪者的行為進行詳細的分析，並針對個人和具體情況制

定風險管理和暴力預防策略。而其缺點則是評估者根據個案資料、個案會

議或專業經驗做出判斷，但沒有相關的風險因素可以參考，無法確保所有

專業人員的判斷都一致，因此這種方法評估的信、效度頗具爭議（Harris & 

Hanson, 2010; Douglas & Kropp, 2002）。（二）精算風險評估工具（Actuarial 

Risk Assessment Tool）：精算評估是對犯罪者再犯的可能因素進行客觀評

估。透過精算預測，可以將犯罪者按照風險等級進行低、中和高再犯風險的

分類。這種分類方法的工作原理，是針對受評估者（犯罪者）所具有與再犯

有關的特定背景因素進行分析，並據以估計受評估對象再犯的風險等級。使

用該工具的好處是：評估人員可以根據固定和明確的規則做出有關風險的決

策，但其缺點則是無法很精確地適用到每一個受評估的個案，其結果只能表

示受評估者所具有的特性可能與再犯具有關聯性，但無法清楚說明其因果關

係（Taylor ＆ Quayle, 2003）。此時期所評估的風險因子屬於靜態風險因素，

例如，精神醫學專業人員用於評估成年男性性犯罪者再犯風險的《Static-99》

（靜態 99）評估表，主要是評估個案的靜態或歷史風險因素，包括年齡、性

別、是否有酒精或毒品成癮問題、前科素行、精神健康狀態因素等 10 個項

目（Jackson ＆ Hess, 2007）。（三）識別「犯罪需求」（ Criminogenic Needs）

或「動態風險因素」（Dynamic Risk Factors）：第三代風險評估是透過系統化

確認與案件相關的風險因素，確認受評估者的犯罪需求或動態風險因素，可

以制定管理策略以防止暴力（Douglas & Kropp, 2002）。Hanson 等人（2007）

指出：「穩定」動態風險因素是與性再犯有關的個人技能缺陷、性偏好行

為，但可以透過治療干預的過程來改變；至於「急性」風險因素則屬於高度

短暫的狀況，雖然只持續數小時或數天，但這些因素會迅速改變受評估者的

環境和人際關係狀況而帶來壓力。其中，《Stable-2007》評估了 13 個動態風

險因素，包括重大的社會影響力、建立穩定關係的能力、對兒童的情感認同

能力、對女性的敵意態度、社會孤立、對他人的關心能力、衝動控制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負面情緒狀態、性關注度、利用性作為處理壓力的方法、異

常的性偏好以及與監控者的合作關係等（Casey, Day, Vess & Ward, 2013）。使

用此工具的好處是，它為評估人員提供有關如何解釋訊息的清晰指引，然而

風險和需求評估不是 100% 準確，因此所進行的評估只能被視為建議性而非

強制性，而且需由受過訓練的人員來進行評估（James, 2015）。

晚近在性別暴力風險評估領域，多使用結構專業判斷（Structure 

Professional Judgment）風險評估方法。此類風險評估工具可以為使用者提供

具有臨床意義的評估並建議後續治療的目標。然而使用此種方法的缺點在

於它很耗時，並且可能出現使用上的偏差（Hart, Kropp, & Laws, 2003）。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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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較常被提及的評估工具包括：（一）《性暴力風險協議》（Risk of Sexual 

Violence Protocol, RSVP, RSVP）：是一種結構化專業評估工具，可提供風險

評估程序和內容的指南，包括如何進行風險評估，以及應該評估哪些風險因

素，其內容可分類為：性犯罪情形、心理適應情形、未來處遇計劃和其他應

考慮因素（Sutherland et al., 2012）。（二）《暴力風險評估量表》（Violence 

Risk Scale Assessment, VRS）：是一種綜合性的精算工具，涵蓋大多數常見

的暴力預測因素。由於再犯風險具有波動性，本評估工具包括靜態（歷史）

和動態（可變）風險因素，而且動態因素也可以用於對犯罪者的處遇和風險

管理作為之參考。經過驗證，其與犯罪者日後再犯暴力行為的關聯度，具

有中到高的關係（Craig, Beech, & Harkins, 2009）。（三）《親密關係暴力風

險 評 估》（Spousal Assault Risk Assessment, SARA）： 是 由 Kropp、Hart、

Webster 和 Eaves 等學者所制定的一套結構化的專業準則，用於評估親密關

係暴力的風險，其內容涵蓋四個風險因素領域：犯罪者犯罪史、社會心理適

應情形、親密關係暴力史和目前的犯罪行為。為協助評估人員做出最終風險

判斷，本工具提供兩個估計值：一種是計算風險行為的數量，另一種是計算

風險因子的數量（Kropp & Hart, 2000）。（四）《HCR-20》（The Historical, 

Clinical, Risk Management-20, HCR-20）：是一套結構化的專業評估準則，涵

蓋與一般暴力相關的三類風險因素領域：歷史（過去），臨床（現在）和風險

管理（未來）。Douglas、Hart、 Webster、Belfrage、Guy 和 Wilson（2015）指

出，HCR-20 已在許多國家使用，並獲得廣泛的驗證，是現有評估暴力風險

最準確的工具之一，它可用於評估男性和女性，以及住院和門診患者，而根

據 HCR-20 結果做出的結構性判斷與隨後的暴力，具有中等以上的關係。

至於在臺灣，有關親密關係暴力加害人風險評估工作之執行上，內政

部家防會（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的前身）體察犯罪預測與風險評估，在家

庭暴力事件再犯預防之重要性，除引進 DA 量表外，並於 2005 年推動「家庭

暴力案件危險分級管理試辦方案」，選定嘉義縣市、基隆市、宜蘭縣及高雄

市（小港區）為試辦單位。而為進一步建構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並自 2009

年 6 月起開始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實施計畫。同時，DA 量表日後

並由衛生福利部委託王珮玲教授修訂為《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

（TIPVDA），在各縣市廣為適用至今。然而本量表僅適用於親密關係暴力案

件，且僅宜用於評估男性加害人的暴力風險（黃翠紋、孟維德，2016；現代

婦女教育基金會，2010）。而在性侵犯風險評估方面，沈勝昂教授（2006）

也曾接受內政部三年期委託研究，經由追蹤假釋性侵加害人參與社區處遇的

過程，由心理治療者與觀護人對假釋之加害人進行再犯危險評估工具的評

估。而該研究所使用的評估工具，則是國際社會所廣泛使用的《static-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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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照國際社會有關性別暴力風險評估工具之研究與實務運用的蓬勃發

展，臺灣迄今尚未有跟騷案件風險評估工具之開發，有賴主管機關之重視與

研究。

二、跟騷暴力風險因素與評估工具

過去有關跟騷行為風險因素的研究，最常見者包括：兩造關係、遭到

拒絕的類型，以及跟騷者是否使用暴力威脅手段、是否有毒癮、暴力史、

犯罪史、精神狀態、家庭暴力史、人格障礙、是否有報復動機和跟騷行為

類型等。但其中，除了暴力威脅手段、兩造關係和跟騷行為類型這三項因

素獲得最多研究支持外，其他風險因素的支持程度不一（McEwan, Daffern, 

MacKenzie, & Ogloff, 2017;Spitzberg & Cupach, 2014; Churcher & Nesca, 2013; 

Thompson, Dennison, & Stewart, 2013; McEwan, MacKenzie, Mullen, & James, 

2012; McEwan, Mullen, MacKenzie, & Ogloff, 2009）。而這些因素多屬靜態

因素。然而跟騷行為的特性是動態的，其後續進展受到被害人的反應、生

活事件和其他背景因素影響。為了更準確瞭解跟騷行為的成因和再犯 / 暴力

風險，在評估案件風險時，除瞭解跟騷者個人的歷史和靜態風險因素外，

也須考慮動態的情境因素，經由評估構成暴力風險的可能因素，才能進行

後續的處遇作為（Logan & Walker, 2017; 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

具體而言，在進行風險評估時需要關注動態情境因素的原因包括（McEwan 

et al., 2018; Logan & Walker, 2017）：（一）跟騷行為通常發生在兩造認識的

情況下，跟騷者的行為目的經常是為了引起被害人的某種反應或對被害人產

生某種影響，而被害人的反應方式以及跟騷行為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則可

能會影響跟騷者後續的反應，並可能觸發危險的升級。（二）跟騷行為是動

態的，因此跟騷行為和動機會隨環境因素、跟騷者工作或生活狀況，甚至會

視被害人的因素而改變，例如當被害人有了新戀情，將可能促發暴力風險升

級。（三）動態情境因素與跟騷者人格或其他靜態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也

可能使風險等級產生變化。

由於跟騷行為與一般暴力特性存在諸多差異，因此跟騷案件風險評估亦

有別於一般暴力案件，跟騷案件風險評估所使用的方法沒有計算出精確的風

險數字，而是採用結構化專業評估（Structured Professional Judgment, SPJ）工

具。本類評估工具的使用，必須由有經驗者檢視各種風險因素並評估其與後

續暴力行為的相關性，透過個別案件分析並據以制定被害人後續的安全計

畫。結構化專業判斷方法，係整合精算方法的優勢以及將特定個案的臨床判

斷相結合（Coupland, 2018）。迄今為止，國外已經設計數種專門評估跟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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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風險的評估工具或措施。有一些工具的適用對象很全面，適合所有專業

人員共同使用，而有一些則是專門針對第一線警察所設計的工具。茲簡介常

見的工具。

（一） 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The 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 SAM）
第一個制定跟騷風險評估與管理工具的研究團隊，是由加拿大的

Kropp、Hart 和 Lyon（2008）等人所制定的風險評估工具：《跟騷評估和

管 理 指 南》（Guidelines for Stalking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SAM），

該指南是專門開發給精神科醫生以及刑事司法工作者使用。對 SAM 進行

的初步研究顯示，與已經開發使用的暴力傾向評估，如：《精神疾病篩選

表》（Psychopathy Checklist Screening Version , PCL: SV）和《暴力風險評估

指南》（Violence Risk Appraisal Guide , VRAG）相比，該工具具有良好的效

度。SAM 所評估的關鍵領域包括：1. 跟騷行為的性質：係由跟騷行為模式

相關的項目組成，旨在協助辨識跟騷行為的嚴重性；2. 跟騷者的危險因素：

旨在辨識跟騷者的心理社會適應和背景，並提供與從事跟騷行為動機有關

的跟騷者特徵；3. 被害人脆弱性因素：包含評估被害人心理社會適應和背景

的項目，這些特徵可能會影響被害人自我保護能力。在每個領域中，均包

含 10 個項目，總計 30 個項目（參閱表 1）。除這些因素外，鑑於跟騷行為多

樣性，Kropp 等人讓評估工具的使用保持靈活性。因此，在特定的跟騷情況

下，尚需要合併考慮其他因素（Racine & Billick, 2014）。

評估人員必須根據「最近」和「過去」二個不同時間階段進行兩組評分，

「最近」的評分係反映跟騷案件的當前行為，而「過去」則是指案件評估前所

發生的任何行為。根據簡易風險判斷，要求使用者評估跟騷者繼續跟騷的風

險、被害人遭受嚴重身體傷害的風險，以及被害人恐懼的合理性，從而決

定是否需要採取立即行動以及案件處理優先順序。其中，案件處理優先順序

旨在反映「防止跟騷者行為需要付出的努力或干預的程度」（Kropp, Hart, & 

Lyon, 2008）。

截至目前為止，已有多項研究針對 SAM 的準確性進行評估研究（Shea, 

McEwan, Strand, & Ogloff, 2018;Foellmi, Rosenfeld, & Galietta, 2016; Kropp et 

al., 2011; Storey & Hart, 2011; Belfrage & Strand, 2009; Storey, Hart, Meloy, & 

Reavis, 2009）。在 SAM 的初步驗證中，Kropp 等人（2011）使用中位數校正

項目與總項目的相關性，發現：單個項目（N、P 和 V 因子）與總分之間存

在適度的相關性，顯示每個風險因子都可以為風險評估提供獨立且獨特的訊

息。他們也發現：總評分具有良好的跨域可靠性（ICC1= .82），而「摘要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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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具有中等至良好的跨域可靠性（ICC1 範圍為 0.39 至 0.71）。Belfrage

和 Strand（2009）以瑞典兩個警察局所受理的 189 案件，並使用 SAM 進行評

估次數計 230 次，研究發現：被評定為當前風險因素的數量與風險摘要判斷

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就 SAM 與警察評估的風險程度之間的相關性而言，

具有良好效度。尤其是被害人易受傷害的因素越多，警察對該案評估的風險

值就越高。最後，Storey 等人（2009）以特定精神疾病患患者為對象，使用

SAM 進行評估，亦發現有良好的效度。

表 1　跟騷評估和管理準則（SAM）的評估項目
跟騷行為的性質 跟騷者的危險因素 被害人脆弱性因

N1 有關被害人訊息的交流方式 P1 憤怒情緒 V1 對跟騷者行為不一致

N2 與被害人溝通方式 P2 痴迷 V2 對跟騷者態度不一致

N3 接近被害人的方式 P3 不理性 V3 獲取資源的能力不足

N4 是否與被害人直接接觸 P4 沒有悔意 V4 不安全的生活狀況

N5 恐嚇被害人的情形 P5 反社會的生活型態 V5 存在家屬照顧問題

N6 對被害人的威脅方式 P6 存在親密關係衝突 V6 存在親密關係衝突

N7 對被害人施暴的情形 P7 非親密關係問題 V7 非親密關係問題

N8 跟騷行為是否持續存在 P8 哀傷情緒 V8 哀傷情緒

N9 跟騷行為是否有升級 P9 物質成癮問題 V9 物質成癮問題

N10 是否違反保護令（或限制
令）而持續跟騷

P10 就業不穩定和財
務問題

V10 就業不穩定和財務
問題

資料來源： Coupland, S. H. (2018). Stalking and Violence: A 10-year Follow-Up of Stalking 
Offenders, p.6..

但本工具並非沒有缺點。Shea 等人（2018）使用過去和最近的評分等級

檢查 SAM 的評分穩定性，結果發現，由於每一件跟騷案件的延續期間不同

（有些可能只有數週，有些可能長達數年），因此有關「過去」和「最近」時

間段的定義是有問題的。具體而言，SAM 手冊指出：「『最近』的時間範圍

是從『跟騷者首先進行的行為到導致被害人出現擔憂或恐懼感，並且或多或

少持續到現在為止』」，但在 Shea 等人（2018）的研究案例中，跟騷行為持

續期間不同，甚至有長達 20 年者，儘管採行的騷擾行為方式有所變化，但

跟騷強度並未減弱，因此他們認為，應該比照其他結構化專業評估工具，

使用固定時間段才能更精確地評估風險狀態的波動。當 Shea 等人（2018）將

「最近時間段」重新定義為「最近六個月內的時間」後發現，摘要風險判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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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度的可靠性（ICC1= .50-.77）。其次，McEwan、Harder、 Brandt 和 de 

Vogel（2020）的研究則指出，儘管 SAM 風險判斷可以有效預測同一被害人

是否會持續遭到跟騷，但卻無法用於評估跟騷者是否會跟騷其他被害人。

（二） 跟騷風險剖繪（Stalking Risk Profile, SRP）
另一項工具是由澳洲學者 Mackenzie 等人（2009）所建構的《跟騷風險

剖繪》（Stalking Risk Profile, SRP），亦專門用於評估跟騷案件的風險，是

一套結構化的專業判斷指南。SRP 使用 Mullen 類型學為框架，評估跟騷行

為的風險因素，其內容由五個關鍵領域所構成：1. 跟騷者與被害人之間關係

的性質；2. 跟騷者的動機；3. 跟騷者的心理、精神狀態和人際關係；4. 被害

人的社會和心理脆弱性；5. 發生跟騷行為的法律和心理健康情況。本評估工

具內容包含動態評估指標，讓評估者可以考慮在跟騷情況下產生暴力行為的

可能性，並評估可能的危害程度（Racine & Billick, 2014; 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SRP 總共有 81 個風險因素，評估時會依照被評估者適合的

類別或動機類型，分別使用五個領域的風險因素，在使用上有以下三項特

色：1. SRP 不僅要求評估人員須對每個風險領域進行個別風險判斷，還要提

供與再犯和暴力風險相關的靜態與動態情境風險因素的單獨組合。2. SRP 確

認可能對跟騷者造成心理社會損害的需求領域，係與跨領域風險增加有關。

3. SRP 強調：並非所有跟騷者都有共同的動機，而且具有不同動機的跟騷

者具有不同的個人特質，以及暴力攻擊風險因素（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因此，評估人員在進行案件風險評估前必須先確認跟騷者的類型，

再評估跟騷者的風險範圍，每個案例的評分為 32 至 40 個項目（McEwan et 

al., 2016）。

有關 SRP 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檢測方面，根據 McEwan 等人（2016）

的評估研究結果發現 4，SRP 對跟騷類型進行分類時具有非常高的信度

（Kappa= .98），並且對於整體風險評估具有中等以上的信度（對同一被害人

再次跟騷的預測一致性介於 0.70 到 0.90）。在預測有效性方面，McEwan 等

人（2016）在追訪的前半年根據綜合評分結果，發現：當跟騷者被評估為高

再犯風險者，則其實際再犯率將較被評估為低風險者要高出許多；而關於

長期的追訪結果研究亦發現，基於對相同被害人的持續性和復發性，低風

險組比高風險組犯下新的跟騷行為可能性要小得多。整體而言，McEwan 等

人（2016）研究結果指出：SRP 在較長的追訪期，比在短期追訪期內更能對

跟騷者進行有效區分，長期追訪具有相對較好的再測信度和良好的內部一

4 本研究以 241 名男性跟騷者為樣本，歷時 5 年的時間，使用警察和心理健康中心的資
料，追蹤他們後續是否持續跟騷行為或其他暴力累犯行為（McEwan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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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但另一方面，McEwan 等人（2018）對 SRP 是否能有效預測跟騷者對

其他被害人實施跟騷行為的預測有效性進行評估，研究結果發現，雖然 SRP

能有效預測同一被害人未來持續遭受跟騷的風險，但不能有效預測跟騷者是

否會對另一被害人實施跟騷行為。

（三） 篩選評估（Screening Measures）
除了前述全面性的風險評估工具外，目前還有許多篩選評估工具可用

於跟騷案件初步風險評估，但其準確性則多未經評估。其中，McEwan，

Strand、MacKenzie 和 James（2015）編制《跟蹤和騷擾篩選評估》（Screening 

Assessment for Stalking and Harassment, SASH）即屬此類評估工具。本工具

旨在為第一線處理跟騷案件的警察提供指導決策，他們在收到被害人的報案

時，往往欠缺全面的案件訊息。作者特別強調，本工具並不是設計作為風險

評估的工具，而是設計為篩選工具或案件分類措施。由於該工具旨在提供第

一線警察人員使用，因此該工具內容讓警察可以容易掌握風險因素（例如，

可觀察到的行為），不需要具備對風險因素有非常專業的知識。本工具由 16

個項目組成，涵蓋三個主要領域：1. 跟騷行為；2. 跟騷的靜態風險因素；和

3. 被害人的處境。在對這 16 個項目進行評估後，評估者會根據標記為存在

的項目數量和性質對案件需要關注的水平（低 / 中 / 高）做出總體判斷。若被

評估為需要高度關注的案件，則搭配 SAM 或 SRP 等工具的使用，進行更全

面的風險評估 McEwan et al., 2015）。

Hehemann 等人（2017）以荷蘭警察受理跟騷案件使用《跟蹤和騷擾篩選

評估》（SASH）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進行首次評估。本研究檢視荷蘭警察所處

理的 115 件跟騷案件評分情形，並進行為期 6 個月的追踪。研究結果顯示，

本工具能有效區分跟騷案件後續應該關注的程度（低、中或高關注度），而

有助於跟騷案件後續暴力風險評估。同時，評估者之間的可靠性分析顯示，

縱然未經培訓的警察評估準確度達 80%，而若是通過適當培訓的警察使用本

工具則可進一步使用跟騷行為的結構化評估工具，可確保警察適當處理跟騷

案件並制定案件後續風險管理與執法策略。

綜合前述文獻，可以將跟騷者暴力風險評估工具及其類型整理如表 2 所

示。同時，對跟騷案件風險評估有以下幾點啟發：（一）由於誘發因素和動

態情境因素會共同影響暴力風險，因此在進行跟騷案件風險評估時，應該

將誘發因素和動態情境風險因素都包括在評估工作中，而前述的風險評估工

具，如跟騷風險剖繪（SRP）（McEwan et al., 2018）以及跟騷評估和管理指

南（SAM）（Kr  opp et al., 2011）也都是依此原則而建構並用於實務操作中。

而且由於暴力風險根據動態背景因素而波動，因此風險評估需要掌握動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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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並定期重新評估，例如，McEwan（2018）等人的研究建議，至少每隔 4-6

個月進行一次評估。（二）無論評估的風險程度為何，由於暴力風險可能會

因不可預測的動態風險因素（例如觸發事件）而迅速變化，因此需要讓被害

人了解潛在的風險情況，如何面對可能的情況以及應採取哪些策略來預防衝

突的升級。而在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SAM）中，所採用的情境規劃方法即

是為被害人提供安全計畫的參考策略（Kropp et al., 2011）。

表 2　跟騷者暴力風險評估工具及其類型
評估工具類型 常用評估工具範例 評估工具適用範圍

全面性風險評
估工具

《跟騷評估和管理指南》
（SAM）

可以對案件進行詳細風險評估，
但需要案件詳細訊息，且需具備
跟騷風險評估專業能力。

《跟騷風險剖繪》
（SRP）

可以對案件進行詳細風險評估，
但需要案件詳細訊息，且需具備
跟騷風險評估專業能力。

案件篩選評估
工具

《跟蹤和騷擾篩選評估》
（SASH）

讓第一線受理案件警察方便對跟
騷案件進行初步篩選，後端案件
管理人員需進行案件全面風險評
估。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雖然立法至關重要，但如果沒有明確的跟騷行為防制政策和有效的執法

策略，法律就無法實現保護被害人的目的（Herman & Markon, 2017）。單獨

看個別跟騷行為可能不覺有害，但如果是跟騷者反覆強加給被害人不受歡迎

的行為模式，就另當別論。無論是與親密關係暴力有關，還是涉及熟人或

陌生人的跟騷行為，即使是沒有任何公然威脅傷害被害人的情況，但在某些

動態情境因素的促發下，跟騷行為仍可能會具有暴力危險性，而導致被害人

嚴重傷害，甚至致命。由於跟騷行為是非常普遍現象，介入前須先確認哪些

跟騷者最有可能再次騷擾被害人，並指引風險管理以減少發生危害的可能

性。要實現這兩個目標，就必須能有效預測跟騷行為的風險因素。但另一方

面，由於跟騷行為的本質，導致預測跟騷者再犯行為，比預測其他暴力類型

更為複雜（McEwan et al., 2020; Kropp, Hart, & Lyon, 2002）。同時，由於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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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案件中暴力發生風險是動態的，應進行相應的評估並同時考慮多個風險因

素，將誘發因素和情境風險因素結合在一起，才能更準確地評估風險。而在

對跟騷行為進行風險評估時，評估工具應包括：跟騷者風險因素，被害人弱

點因素，以及風險管理（尤其是結果）策略（Belfrage & Strand, 2009）。SAM

和 SRP 等風險評估工具都強調：某些被害人因素在風險評估中的作用，包

括：對跟騷者的態度不一致或不明確的反應，以及正在進行子女監護權訴

訟等，均是風險評估時必須特別注意的觸發因素（McEwan, Pathe, & Ogloff, 

2011）。而 Spitzberg（2002）的研究也強調，被害人在面對他們的處境時經

常會陷入困境，甚至被害人採取的行動有時反而會對跟騷行為產生負面影響

（如，聯繫跟騷者，讓他們接觸自己）。因此，在法益保護原則下，跟騷案

件執法策略除必須定時對跟騷者暴力風險進行評估，實施適切的監控和 / 或

處遇，亦必須有專人與被害人討論其安全計畫，方能有效降低暴力危害。

誠如 Dutton 和 Kropp（2000）所言，評估工具之建構只是一個起步，更

重要的是必須能用於風險判斷，因此風險評估方式以及後續執法策略就變

得非常重要。而國外研究亦顯示，現有風險評估工具的預測準確度並非百分

之百，無法單純仰賴工具進行風險評估，還必須搭配使用其他評估方法，而

最常搭配的方式則是仰賴專業人員判斷，故在評估模式上常採行整合性的風

險分級評估模式（Kropp, 2004）。同理，就跟騷者暴力行為之預防而言，風

險評估工具之建構只是其中一環，更重要的是必須能夠做為後續「監控」與

「處遇」計畫執行的參考，方能真正有效降低跟騷者的再犯 / 暴力風險。而欲

達成此目的，除必須建立系統化的個案管理機制、整理動態風險評估資料，

也需要建構社區實務網絡團隊進行「動態風險評估」與安全控管。而觀察各

國執法困境與效益亦可發現：跟騷案件證據收集不易；對部分跟騷者難以發

揮法律的威嚇效果；警察若是孤立的執法將難發揮立法效益；對被害人保護

不能僅依賴公權力介入，尚須提供其他保護措施。顯示若無完善的執法策

略，將嚴重阻礙防制效果（黃翠紋，2019）。

綜上，由於跟騷案件的獨特性以及對被害人人身安全存在巨大潛在威

脅，無法經由傳統警察作為達到保護被害人人身安全目標，必須採取早期干

預、預防性行動和積極解決問題的策略。除警察機關內部必須要有專門的調

查人員與案件管理人員外，也必須積極與社區中其他公私部門合作，採用跨

網絡合作方式建構安全防護網，經由與社政、衛政、教育、檢察官、社區民

間部門（如守望相助隊、社區發展協會等），甚至矯正機關的合作，就嚴重

的跟騷案件予以列管，並定期檢視案件處理的成效。在臺灣，迄今並無本土

實證研究針對跟騷者進行分類，亦無研究針對跟騷案件的暴力風險進行研

析。在內政部警政署函發「警察機關防制跟蹤騷擾案件實施計畫」後，已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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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警察所受理的跟騷案件進行列管，未來應有研究針對這些案件進行詳細分

析，從而瞭解臺灣社會的跟騷者類型，方能進一步瞭解不同類型跟騷者的比

率及其危險性，從而建構適合臺灣的跟騷者風險評估工具。而就執法策略而

言，由於臺灣從 2009 年即開始推動「家庭暴力安全防護網實施計畫」並獲得

不錯成效，頗值得未來在處理此類案件的參考。從國外的調查顯示，至少有

半數的跟騷案件是發生在二造關係為現有或曾有親密關係者，因此若屬親密

關係暴力案件應該可以納入各縣市每月定期舉辦的高危機網絡會議中，針對

案件的處理情形進行討論，並由保護性業務社工與被害人研討安全計畫；但

若非屬親密關係暴力案件者，則應該研議可行的被害人安全防護網實施模

式，方能有效降低被害人的潛在暴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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